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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代人群迁徙路径作为古代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关键脉络, 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发展进程. 传统迁 

徙路径的调查方式存在效率低下、获取信息碎片化等问题, 难以系统勾勒古代交通体系全貌. 鉴于此, 学者们着手 

采用以LCP(最小成本路径)模型为代表的各类空间分析方法, 对古人迁徙路径展开定量模拟、还原以及预测, 为深 

入剖析路径布局特征与古人迁徙规律提供了定量化空间视角. 本文系统回顾了古人迁徙路径的定量模拟研究, 详 

细阐述了交通节点选取、成本表面构建、路径及路网生成算法等关键环节, 讨论了各类定量模拟方法的适用性和 

局限性. 进而提出, 后续定量模拟工作可借助丰富的已知案例进行验证与优化, 围绕提升路径发现机率与揭示路径 

分布机制两大目标推进, 探索不同地理环境下建模方法的适用性, 为理解古代人群迁徙路径的时空演化、古人空 

间探索行为以及文明间的交流互动模式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 路径定量模拟, 古人迁徙扩散, LCP(最小成本路径), 空间考古学    

迁徙路径是指生物(包括人类和动物)个体在时空 

维度对环境的响应状态, 具体是指从一个地点到另一 

个地点的运动轨迹 [1]. 古代人群迁徙路径记录了古人 

在不同时期从原聚居地出发, 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轨 

迹. 古代人群迁徙路径和空间分布特征, 作为考古学、 

地理学、人类学和生态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关键交集范 

畴, 深刻揭示了古人在推进区域文明多元演进中所发 

挥的关键效能 [2~8], 对深入理解地域社会结构互动机 

制 [9]、经济贸易流通格局 [10], 以及古代先民针对特定 

地理环境所展开的空间探索行为 [11~14]等具有极为重要 

的学术价值. 在人类迁徙活动以及社会发展进程的驱 

动下, 路径逐步塑造出可供人或车马通行的实体通道, 
即道路(road). 古代道路(ancient road)本质上可视为路 

径在特定历史时期与地理环境相结合, 衍生出的一种 

具象化表征形式.  
国内外学者对于古代人群迁徙路径的研究, 最早 

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地区对“文化线路”理念的 

探索 [15]. 1960年, 欧洲委员会召集专家提出“文化旅程 

(cultural journey)”措施, 用于提高欧洲人对最重要文化 

遗址及其相结合休闲文化的集体意识, 这一措施被视 

为“文化线路”的发端 [16]. 1987年, 欧洲委员会正式发起 

“文化线路计划”, 并认定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 

拉线路(Routes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为欧洲第一 

条文化线路 [17]. 1998年,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门成立 

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 开始对文化线路进行深入研 

究 [18]. 文化线路反映了跨越不同地区, 联系不同文化社 

会的交互式动态过程, 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途 

径 [19]. 古人迁徙路径作为文化线路的一种基本形式,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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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串联沿途各类点状文化遗产单元, 构成连接不同区 

域的物理通道. 古人迁徙路径不仅是现实意义上的连 

接, 更是文化传承和交流的重要载体. 随着史料搜集和 

考古调查工作的推进, 各类点状遗存信息不断积累完 

善, 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开始转向古人迁徙路径的模拟 

和复原.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 古人迁徙路径模拟复原工 

作可分为四类(图1): 第一类工作是基于各类史料、典 

籍来判断交通节点, 并将其定性连线 [20~22]. 这类通过 

传统交通史学工作确定的古人迁徙路径精度较低, 一 

般用于定性绘图和观察路径的大致走向. 第二类研究 

借助了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影像, 识别历史古道 [23]. 近年 

来火热的人工智能(AI)技术, 也被用来判断图像中的路 

径特征, 进而模拟古人迁徙路径走向 [24~26]. 但这类工作 

仅适用于迁徙路径遗存丰富且特征显著的区域. 在第 

三类研究中, 学者基于高分辨率古DNA和古基因组数 

据, 定量解析史前人群扩散的迁徙波次与基因融合过 

程, 为理解史前人群扩散机制提供新视角 [27~29]. 然而, 
上述各类方法高度依赖于特定区域考古遗存的保存完 

整度和空间分布特征的可辨识度, 在古人大跨度扩散 

行为研究中, 仅能推断宏观(或局地)人群迁徙趋势, 难 

以恢复其线性路网时空分布全貌. 因此, 使用空间分析 

方法定量模拟成为古人迁徙路径复原的第四类重要 

手段.  
空间分析方法是指基于最优(或最小)移动成本原 

则, 将环境要素量化为人类出行所需成本, 并使用各类 

模型、算法来定量模拟路径、廊道或路网 [30]. 这类方 

法能合理模拟、还原甚至预测古代人群迁徙路径, 并 

与已有的考古和史学资料互相印证. 其中, 最小成本分 

析(least-cost analysis, LCA)模型研究基础最为扎实, 应 

用最为广泛 [31]. 学者们常用LCA方法来模拟特定自然 

及社会环境下的古人迁徙行为. 国外学者已使用空间 

分析方法开展过诸多古人迁徙路径模拟工作. 专注于 

考古学中的计算机应用与定量方法大会(Computer Ap

图 1 (网络版彩色)古人迁徙路径模拟复原工作方法类别(现代路网数据依据Natural Earth Data(https://www.naturalearthdata.com/downloads/ 
10m-cultural-vectors/roads), 原始图件和识别结果依据Avci等人 [26], 植被要素依据Kaplan等人 [32]) 
Figure 1 (Color online) Classes of methods for simulating the recovery of ancient migration paths (Modern road network data are based on Natural 
Earth Data(https://www.naturalearthdata.com/downloads/10m-cultural-vectors/roads), source materials and identification results are based on Avci 
et al. [26], vegetation elements are based on Kaplan et al.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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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cations &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Archaeology, CAA) 
于1973年首次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召开并一直延续至今. 
期间积累了大量与古代交通定量模拟相关的成果. 中 

国拥有可供追溯的3600年信史和大量考古资料, 但古 

人迁徙路径的科学重建和定量模拟却缺少深入研究. 
鉴于此, 系统综述国内外已有古代交通路线定量模拟 

(或数字化复原)研究, 指出其中问题显得尤其必要. 本 

文聚焦基于成本表面的迁徙路径定量模拟工作, 按照 

路径定量模拟的实施流程, 重点对交通节点的选取、 

成本表面的构建、路径(廊道)结果的生成以及从路径 

到路网的拓展等四个方面进行综述(图2), 提出技术与 

方法层面存在的问题, 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以期能够 

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有益参考, 推动古人迁徙 

路径定量模拟研究的持续进步与深入发展. 

1 交通节点的选取 

交通节点是古人迁徙路径模拟首要采用的基础信 

息. 一般来说, 古人迁徙路径的起点和终点反映了人类 

迁徙的动机和目的, 是确定古人迁徙路径走向的重要 

依据. 古人的行进过程会受视觉感官影响, 远处的景象 

会影响行进方向, 进而改变运动轨迹 [33]. 考虑到这一运 

动规律, 古人迁徙路径的途经点也可作为判断道路具 

体走向的重要标志, 与古人迁徙路径起点和终点一并 

构成迁徙路径模拟的重要原始信息. 途经点在路径模 

拟中主要对道路走向起到纠正和把控作用. Güimil-Fariña 
和Parcero-Oubiña [34]借助最小成本路径模型, 分别通过 

起、终点和后加入的途经点进行古人迁徙路径模拟, 
结果显示途经点的加入极大程度改善了路径模拟轨迹, 
与历史记载更加吻合. Bell等人 [35]定量模拟了意大利河 

谷遗址的迁徙路径, 并对河谷定居模式分析后发现, 定 

居区内的山顶防御中心经常被作为重要的道路途经点 

融入周边的古人迁徙路径网络. Efkleidou [36]的研究探 

讨了青铜时代晚期希腊墓葬位置选择与道路空间位置 

的关联性, 诠释了殡葬活动对古人迁徙路径布局的影 

响. 这些研究说明迁徙路径途经点不仅可以对路径模 

拟结果进行空间修正, 还能揭示迁徙路径周边的社会 

图 2 (网络版彩色)基于成本表面的路径定量模拟技术实施路线 
Figure 2 (Color online) Route of implementation of quantitative simulation techniques for paths based on cost su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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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文化价值, 为古代聚落与周边环境的互动提供 

了更深刻的空间诠释.  
在缺乏史料记载的史前时期, 考古遗址数量稀少, 

难以提供足够的途经点信息. 有学者基于特定生计活 

动的迁徙特性, 将研究区内随机点作为路径的起终点 

模拟古人迁徙路网, 并使用考古遗址点来验证路网的 

合理性 [10,37]. 历史时期的古人迁徙路径遗迹(如店铺、 

路碑、古桥等)类型丰富, 且更容易被发现和记录. 这 

些可作为迁徙路径交通节点的考古遗迹, 不仅反映了 

当时的历史文化信息, 也暗含着古人迁徙的空间秩序. 
然而, 随着历史变迁, 大多数古人迁徙遗迹在现实中已 

不复存在, 只通过文字形式记录于志书古籍中. 如何通 

过地名解译、实地调研、地图校对等途径, 精准提取 

志书古籍中提及的各类交通节点坐标, 是历史时期古 

代人群迁徙路径定量模拟研究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2 成本表面的构建 

除了决定古人迁徙路径走向的各类交通文化遗迹 

外, 古人迁徙路径分布还受到周边生态、地理环境(包 

括地形、气候、水文、植被及聚落分布等)的影响. 将 

这些环境因素量化处理, 形成反映行进阻力的成本表 

面, 从而定量模拟古代交通格局. 在地理信息系统 

(GIS)中, 成本表面(cost surface)是一个栅格图层, 每个 

像元(cell)包含一个值, 该值表示从起点到该像元的移 

动成本 [38]. 而对于古人迁徙路径定量模拟方法来说, 如 

何构建尽可能反映古人真实行走阻力的成本表面, 是 

后续迁徙路径模拟工作的重点. 前人主要通过两种方 

式构建成本表面: 多因素综合加权方法和成本函数 

方法.  

2.1 多因素综合加权方法 

多因素综合加权方法是指通过赋予多种成本要素 

(如坡度、水文、气候以及到聚落中心的距离等)不同 

权重, 并对各成本要素数值进行相加、相除或相乘等 

数理运算得到成本表面栅格, 可反映自然和社会要素 

对古人迁徙路径分布的贡献程度. Verhagen等人 [39]最 

早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多尺度研究框架, 将气候、地 

质、土壤、植被、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等成本要素按 

照权重相加, 形成综合成本表面. Howey [40]曾使用植被 

覆盖度、水文和坡度等要素加权相加构建综合成本表 

面, 模拟美国密歇根州史前农业传播路线, 并论证了多 

标准成本面分析在路径模拟中的作用. Lancuo等人 [41] 

选取坡度、水文、海拔、地形起伏度、积温等作为地 

理环境因子, 植被生产力、人口密度作为社会经济因 

子, 并赋予这些成本要素不同的权重, 叠加形成综合成 

本面, 以进一步模拟生成青藏高原唐蕃古道. 侯光良等 

人 [42]利用海拔、坡度、河流、起伏度和植被等因子对 

人类活动的影响赋值, 借助AHP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因 

子权重, 相加计算得到各个节点间的最低成本路径, 最 

终构建青藏高原史前交流路线.  
此外, 学者们还采用其他方式进行综合成本表面 

的构建. Van Leusen [43]将土壤可用性、地形坡度、地 

形起伏程度和到永久溪流的距离作为地形特征成本. 
通过地形特征成本除以遗址权重成本, 得到累积成本 

面. 该方法在考虑遗址的相对重要性的基础上, 能够反 

映穿越不同地形到达各个遗址的成本. Zakšek等人 [44] 

将坡度和能见度成本相乘构建反映地形与视野要素的 

综合成本表面. Gowen和De Smet [45]通过相乘加权的方 

式得到成本表面, 进而计算旅行时间成本. 这种方法能 

够在考虑多个要素的同时, 更准确地捕捉它们之间的 

相互作用, 从而更精准地模拟古人迁徙路径. 事实上,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创建综合加权成本表面, 均取决于 

研究对象特征和路径模拟目的, 需要在具体情境中斟 

酌验证. 多因素综合加权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全面考 

量各类成本要素, 但如何赋予成本要素合适的权重, 尚 

未形成统一标准. 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下, 各类 

成本要素对古人迁徙路径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 [46]. 
实际工作中, 应结合具体情境引入差异化权重, 才能更 

有效地反映不同环境因素对迁徙路径形态的影响, 使 

模拟结果更为真实可靠. 

2.2 基于成本函数的成本表面 

多因素综合加权方法虽能涵盖各类成本要素, 但 

其权重的选择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因此, 学者们考虑 

通过数学函数关系, 将各类成本要素转换为反映真实 

情况的能量或时间消耗成本 [47,48]. 人类的迁徙活动受 

限于个体能量储备, 随着徒步距离的增加, 能量消耗也 

会增加. 因此, 能量成本函数通常被认为是构建成本表 

面的首选方法. Pandolf等人 [49]于1977年提出了基于坡 

度、行人重量、货物重量和地形系数的经典能量成本 

函数, 并一直沿用至今. 地形系数一般由地表植被决定, 
不同植被类型对于个体行走产生的阻力不同, 其对应 

的地形系数也不相同 [50]. 后人则在此基础上, 分别从不 

同坡度 [51]、不同地形 [52]、不同行走方向 [53]、不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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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方式 [54 ]等方面对能量成本函数进行优化和完善 .  
Llobera和Sluckin [55]曾充分考虑古人在山间行走的“之 

字形”线路, 提出了基于坡度的四项式能量成本函数. 
Herzog [56]则在该四项式函数基础上作出改进, 提出六 

项式能量成本函数, 能有效解决四项式函数在坡度平 

缓地区的拟合不足问题.  
而在以速度为主要衡量标准的情景中, 时间成本 

函数通常被赋予优先选择权来评估人群移动状况. 例 

如古代信息传递过程中, 传递信息速度比个体能量消 

耗更为重要. 这种情况下, 时间成本函数则被认为是更 

合适的选择. Tobler [57]曾率先提出将坡度转换为行走速 

度的徒步旅行函数, 是迄今为止应用最广泛的徒步旅 

行函数, 但其计算的上坡和下坡时间相同. 但就能量消 

耗而言, 上坡与下坡明显具有不同的成本数值 [58]. 因 

此, White [31]针对Tobler函数做出改进, 将行走速度转 

换为时间消耗成本, 使结果更符合真实行走情况. 近年 

来, 时间成本函数根据不同地形条件进行了调整优化. 
Gowen和De Smet [45]基于Tobler徒步旅行函数, 提出了 

一个基于地形数据的最小成本路径(LCP)模型, 用于分 

析和估算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旅行时间消耗. Irmischer 
和Clarke [59]通过收集军人在丘陵、林地等不同地形的 

行走速度数据, 构建了另一套适用于不同地形环境的 

徒步旅行函数. 
各类时间和能量成本函数的提出和改进, 为迁徙 

路径模拟工作提供了更具解释性的数理分析基础(表 

S1和S2). 然而, 不同成本函数应用于古人迁徙路径模 

拟的工作效果存在明显差异, 学者需要针对研究对象, 
工作目的和数据可获取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来确 

保研究结果的准确可靠性. 例如, Field等人 [60]基于旅 

行者疲劳状态的思考, 创新性提出了一种时间成本和 

能量成本在单一古人迁徙路径上分段使用的模拟策略, 
来区分时间和能量对行进阻力的影响, 更精准地模拟 

了旅行者的行进决策. Rosenswig和Martínez Tuñó [61]分 

别基于Tobler徒步成本函数和Anaya能量成本函数构建 

成本表面, 并判断两种成本函数在路径模拟中的结果 

差异. 除了上述内容中提及的时间和能量成本函数, 近 

年来, 还有学者从旅行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定量模拟 

景观内部情境. Shim等人 [62]以“利益最大化”原则为基 

础, 首次提出一种新型地形成本估算方法, 克服了原有 

成本表面仅考虑旅行成本的局限性, 并将其应用于朝 

鲜王朝古道模拟. 这种方法关注到了行人利益和体验, 
丰富了古人迁徙路径模拟成本函数类型和构建思路.  

2.3 有关成本要素的考量 

在成本表面的构建过程中, 除了前述构建方法的 

思考, 一些学者还对各类成本要素进行了探讨. 不同地 

区的人居环境和地形特征, 通常与特定的成本要素相 

关联. 例如, 坡度往往是山区通行成本的决定因素, 而 

水文条件往往是平原地区主要的限制因素. 此外, 除了 

地貌因素, 植被覆盖、日照强度, 甚至文化习俗、环境 

心理等因素均可能对古人的出行模式产生影响. 怎样 

选择塑造古人移动行为的成本要素是一个复杂且多维 

的问题. 从空间特性的角度来说, 成本要素可被分为各 

向同性和各向异性两类 [63,64]. 各向同性成本要素对行 

走个体的影响取决于其位置而非方向. 植被、水体、 

土壤类型等都是各向同性成本要素, 其成本表面通常 

借助现代地表数据构建. 而各向异性成本要素同时依 

赖于个体运动的方向和位置. 典型的各向异性成本要 

素包括坡度和水流. 在同一成本表面内, 各向异性要素 

在不同方向表现出对行走个体不同的运动阻力, 需要 

借助更复杂的建模方法来反映其对个体移动的影 

响 [65].  
在各类成本要素中, 坡度是古人迁徙路径模拟(尤 

其是山地区域迁徙路径模拟)中最为常见的各向异性 

成本要素. 同一坡度位置上, 行人上、下坡的能量消耗 

和时间消耗都不同 [66]. 基于此, Bell等人 [35]首次界定了 

基本坡度和有效坡度的概念, 并主张只有在运动方向 

上的坡度才能称之为有效坡度, 在构建成本表面时应 

采用有效坡度. 然而, 大多数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 

主要实现了基本坡度的测算, 并已被应用于古人迁徙 

路径模拟的研究中 [67]. 现阶段, ESRI公司最新版的Arc
GIS Pro软件已经搭载了能够处理各向异性指标的距离 

累积工具, 能够解决有效坡度的计算问题. 但由于绝大 

部分研究者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来评估空间分析工具 

性能 ,  致使这些工具的使用很难达到原本设计意 

图 [30,56]. 除了各向异性的算法差异, 坡度要素的成本量 

化分析还受数字高程模型(DEM)分辨率影响. 不同分 

辨率的DEM所构建的成本表面具备不同的栅格像元, 
进而导致模拟路径结果存在差异 [ 6 8 ~ 7 0 ] .  Lock和 

Pouncett [71]基于运动过程中局部感知与全局感知的差 

异性, 采用不同大小的搜索窗口评估不同分辨率的 

DEM数据对路径分析结果的影响. 此外, 尽管高分辨 

率DEM能够提供更细致的地形信息, 但它们同时包含 

了大量现代人工建成环境, 这些特征并不适用于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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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路径模拟 [72]. 因此, 研究者需要在数据分辨率高低 

和模拟准确程度之间寻找平衡, 确保模拟结果能够有 

效反映古代地形和人类活动实际状况.  

3 路径(或廊道)结果的生成 

古人迁徙路径定量模拟结果通常以两种形式表达 

呈现: 一是路径, 它揭示了最优成本路线的空间走向; 
二是廊道, 它展现了古人的迁徙活动范围. 尽管二者均 

依据成本表面模型生成模拟结果, 但路径模拟倾向于 

提供单一最优路径, 廊道模拟则强调多条潜在迁徙路 

径. 因此, 在古人迁徙路径模拟研究中, 应根据需要选 

择合适的路径或廊道生成模型.  

3.1 最小成本路径(LCP)模型 

最小成本路径(LCP)模型具备广泛的适用性和研 

究基础, 是古人迁徙路径定量模拟工作的常用模型 

(图3(a)). 该方法利用成本表面计算两点间的最低成本 

路径, 能够合理量化地形因素. 地理信息系统(GIS)软 

件的功能改进和推广普及, 也进一步促进了LCP模型 

分析方法在考古学领域的应用. 以ArcGIS Pro软件中 

的“最佳路径为线”(optimal path as line)工具为例, 研究 

者首先通过计算摩擦成本表面栅格, 模拟环境因素对 

个体移动的阻力值, 随后利用累积成本表面和回溯链 

接栅格, 来确定从源点出发的成本累积模式, 并生成最 

小成本路径 [31,43]. 受益于GIS软件的易用和普及, LCP 
模型产生了相较于其他分析模型更丰富的学术成果. 
其中包括迁徙路径途经点科学选取研究 [33,34]、评估不 

同环境要素生成的成本表面对路径结果的影响研 

究 [61,73,74]、各类成本要素的量化方式研究 [65,68]、为提 

高路径分析精确度和效率的算法改进研究 [75]等内容. 
这些研究均体现了LCP模型模拟和优化复杂迁徙行为 

的效能.  
LCP模型最早应用于景观生态学中对动物迁徙路 

径的模拟, 近年来也广泛应用于古人迁徙路径的模拟 

和恢复. 在史前人群迁徙路径研究中有较多应用, 如 

Field和Lahr [76]借助LCP模型, 通过重点关注海岸线地 

形和资源分布, 并评估能量成本和生存效益, 确定了从 

东非到澳大利亚的现代人潜在扩散路线. 进而, Field等 

人 [77]研究了现代人类在深海氧同位素阶段4(MIS 4)时 

从西亚西部出发, 向南亚扩散的最优路线. 路线模拟结 

果表明, 现代人类可能沿着自然走廊深入南亚内陆, 构 

建了当地人口分布格局. Kondo等人 [78]结合生态位分 

析和最小成本路径分析, 估算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 

口向欧亚大陆迁徙的最佳路线. Li等人 [79]通过GIS最 

小成本路径分析, 研究了在冰期和间冰期条件下, 中亚 

和东亚之间人类扩散的可能路径, 表明人类可能通 

过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蒙古北部和外贝加尔地区进 

入东亚. Zhang等人 [80]以地形坡度为依据, 运用LCP 
模拟了从水洞沟遗址、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和蒙古 

北部这三个可能的地区抵达西藏尼阿底遗址的最优路 

线. 此外, LCP模拟方法也能够有效助力学者们古代 

交通路线与各类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提供了 

有效手段, 使古代社会的经济、贸易等图景得以更清 

晰地展现. Rosenswig和Martínez Tuñón [61]利用最小成 

本路径(LCP)分析来研究墨西哥湾海岸与索昆斯科地 

区之间的古代贸易路线, 强调了LCP分析在模拟古代 

路线和寻找遗物遗迹的有效性. Khamsiri等人 [81]利用 

LCP模拟了东南亚吴哥王道路线, 并探讨了当地古代 

制造工业与LCP模拟路线的关系, 研究结果发现工业 

遗址也沿着LCP生成的结果路线分布, 表明这些路线 

不仅是交通要道, 也是资源供应和产品运输的重要 

通道.  
近年来, LCP迁徙路径模拟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应 

用趋势. Field等人 [82]针对不同空间尺度采用多种能量 

分配算法来组合起终点, 模拟研究区古代木材运输路 

径, 并评估了其与历史记载的一致性. 还有学者将LCP 
模型应用于航海线路模拟, 研究人类海路航行运动规 

律 [83]. 黑曜石作为古人类常用的工具原料, 其采集模式 

和原料交换网络, 也可通过LCP模型分析 [84]. 研究者发 

现, 研究区居民倾向于选择较远产地的黑曜石, 这表明 

社会交换和产地偏好可能在采集决策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  
LCP模型能在多数情况下有效模拟古人迁徙模式, 

但不能够解决路径模拟中的所有问题. 首先, LCP模型 

假设个体能够全面预知所有景观要素, 并据此选择一 

条成本最低的路径. 然而, 这种全知视角在现实世界中 

是不切实际的. 在行走过程中, 个体与环境往往呈现局 

部片段性互动. 行人穿行于不同景观之间时, 经常难以 

准确评估成本面的潜在异质性, 去选择单一最佳路 

径 [85]. 其次, LCP模型着重寻找两点间的最小成本路 

径, 未能充分考虑行人移动的随机多样性, 从而忽视了 

其他潜在路线 [86]. 事实上, 古人在迁徙过程中会受到多 

种成本和非成本因素影响, 非成本因素可能导致他们 

选择的路径并非成本最优. 尽管前人已对LCP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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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进行了改进, 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LCP模型的固 

有缺陷.  

3.2 电路理论(CT)模型 

LCP模型模拟古代人类迁徙路径的缺陷, 促使学者 

们寻求新的古人迁徙路径生成模型. 除了LCP模型, 还 

可用电路理论(current transformer, CT)模型来模拟动物 

迁徙行为(图3 (b)). CT模型基于欧姆定律, 以电流(I)、 

电阻(R)和电压(U)之间的关系来模拟古代交通流动性. 
该模型以电流表示道路等级, 具有较高潜在流动性的 

道路区域在电路图中以较高电流值呈现(通常以亮白 

色显示), 表示较高的交通活跃程度 [87].  
CT模型一般使用Circuitscape工具来预测不同景观 

环境中动植物种群的活动模式、基因流动性以及遗传 

分化效应 [88~90]. 将CT模型应用于古人迁徙路径模拟研 

究时, 首先必须将各类电气术语转译为考古学术语. 
Howey在其研究中详细阐述了CT模型中六个核心电气 

术语: 电阻、电导、有效电阻、有效电导、电流、电 

压, 并解释了这些术语在利用Circuitscape工具进行古 

人迁徙路径模拟时的具体含义 [85]. 学者采用CT模型可 

将地形坡度转换为电阻值, 来模拟穿越地形的难易程 

度, 从而预测探险家穿越地形的多条可能路径 [91]. 此 

外, 还有学者利用CT型模拟海上航线, 以深入理解海 

陆环境间的环境流动性组合和文化景观中的连通性及 

城市化模式 [86]. 这些研究成果为古人迁徙路径模拟研 

究提供了新视角, 使研究者能够更准确地模拟和理解 

古人在复杂环境中的动态交互过程.  
将LCP模型和CT模型对比分析, 可以看出这两种 

模型在模拟古人路径选择行为上具有互补性. LCP模 

型侧重于识别特定环境中的最小成本路径, 有助于理 

解古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如何权衡不同路线的成 

本效益; CT模型则展现了古代路网中的多条潜在路径, 
不仅考虑成本因素, 还涵盖了其他可能影响路径选择 

的因素, 从而更全面模拟古人迁徙路径 [85]. 此外, LCP 
模型结果很难做到与古人迁徙路径完全吻合, 而CT模 

型形成的线路廊道则可以圈定古人迁徙路径可能存在 

的范围, 更有利于对研究区域进行倾向性考古调查 [91]. 
综合运用LCP和CT模型, 能够更准确地模拟和理解古 

图 3 (网络版彩色)五种广义空间成本分析方法的优劣性及生成形式对比. (a) 最小成本路径模型结果样例依据Rosenswig和Martínez Tuñón [61]; 
(b) 电路理论模型结果样例依据Howey [85]; (c) 随机最短路径模型结果样例依据Panzacchi等人 [112]; (d) 条件最小中转费用模型结果样例依据Pinto 
和Keitt [98]; (e) 汇流累积模型结果样例依据Frachetti等人 [10] 

Figure 3 (Color online) Comparison of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formulation approaches for five generalized spatial cost analysis methods. 
(a) Sample results of the Least-Cost Path model based on Rosenswig and Martínez Tuñón [61]; (b) Circuit Theory model sample results adapted from 
Howey  [85]; (c) Randomized Shortest Path model sample results following Panzacchi et al.  [112]; (d) Conditional Minimum Transit Cost model sample 
results from Pinto and Keitt [98]; (e) Flow Accumulation model sample results according to Frachetti et a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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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复杂环境中的迁徙模式和影响因素.  

3.3 随机最短路径(RSP)模型 

LCP模型专注于模拟确定性最优路径, CT模型则 

擅长模拟不确定性多重游走路径. 然而, 现实中的个体 

运动往往采取两者间的策略,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后再 

做出决策 [93]. 为更加真实地模拟个体迁徙路线, 随机最 

短路径(random shortest path, RSP)模型被正式提 

出 [94,95](图3(c)). 该方法综合考虑了确定性运动、完全 

随机运动以及两者间的中间状态, 并引入随机性水平 

参数θ来适应不同的运动策略. 当θ设为0时, 模型表现 

为完全随机游走, 与电路理论(CT)模型相似; 随着θ值 

的增加, 模型逐渐倾向于模拟确定性运动, 与最小成本 

路径(LCP)模型兼容. 这种参数化的模型结构, 可供研 

究者灵活探索和解读种群迁徙行为的复杂多维特 

征 [96,97]. 将RSP模型应用于古人迁徙路径模拟的研究, 
可以更充分理解古人在复杂环境中如何进行长距离迁 

徙, 丰富学界对古代交通行为的认知.  

3.4 条件最小中转费用(CMTC)模型 

适合确定性游走的LCP模型、适合随机性游走的 

CT模型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RSP模型共同搭建了一个 

相对完整的方法体系. 但目前还没有商用GIS软件将其 

集成运用. 为了便于研究者对比路径和廊道的模拟结 

果, Pinto和Keitt [98]基于LCP模型, 提出可以生成古代交 

通廊道范围的CMTC (conditional minimum transit cost) 
模型(图3(d)). CMTC模型借助GIS软件, 计算起终点之 

间的累积成本表面, 并将其相加得到新的累积成本栅 

格, 然后通过设定成本阈值, 选取最小成本与该阈值之 

间的区域, 生成反映特定成本范围(如成本最低的前 

10%)的交通廊道. CMTC模型的优势在于, 它能够利用 

LCP模型的中间结果计算成本廊道, 方便对比不同模型 

结果. 此外, CMTC模型与RSP模型具有相似的灵活性, 
研究者可通过调整成本阈值来控制廊道覆盖范围.  

4 从路径到路网的拓展 

在特定区域范围内, 诸多相互连接、交错纵横的 

路径共同构建形成了路网(road network) [99]. 路径或廊 

道的模拟研究通常集中在两点(或区域)间的直接连通 

性上, 并不能有效复原研究区内的路网结构, 更不足以 

揭示不同生业人群的流动模式. 在区域尺度路网重建 

研究中, 传统最小成本路径(LCP)模型存在单一路径解 

译偏差和网络连接度表征不足的局限. 近年来, 学者通 

过多维度改进提升了模型效能. Carroll和Carroll [92]通过 

权衡建设和旅行成本, 避免了LCP标准算法中的正向偏 

差, 重建了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最小成本路网. Verhagen 
等人 [100]通过创建多点出发的LCP网络, 识别到网络关 

键节点和路径, 揭示了地形对古人的迁徙行为和定居 

模式的影响. 这些进展虽提升了路径网络的空间解析 

度, 但仍难以量化生业群体迁徙行为的随机性过程. 因 

此, 需要更先进的模型方法全面模拟古代路网系统, 理 

解特定人群的空间探索行为.  
在各种构建路网的方法中, 水文分析中的汇流累 

积模型(flow accumulation, FA)应用较广泛, 可被视为 

基于成本表面的扩展应用 [33,101](图3(e)). 该类研究工作 

依赖于成本距离算法生成流向栅格, 而后采用水文分 

析方法模拟古人迁徙网络. 例如, Frachetti等人 [10]使用 

流量累积模型对随机生成的游牧民族冬季宿营地进行 

迭代运算, 模拟了中亚高山地区游牧民族的季节性迁 

徙路网. 朱燕等人 [102]通过构建“自然因子模拟—遗址 

分布校正”方法, 利用GIS水文模型得到青藏高原史前 

交通路线模拟结果. Chen等人 [37]开发了一个高分辨率 

地理空间模型和交流网络分析方法, 模拟了青藏高原 

基于生计活动的流动性网络和基于陶瓷交流的物质连 

通性网络. Yong等人 [103]也使用汇流累积工具, 生成了 

海岱地区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古代路网, 并使用聚 

落间的辐射模型(the radiation model, TRM)对古人迁 

徙路径进行了分级. Lancuo [104]使用流量累积模型模拟 

了青藏高原旧石器人类交流路径, 结果呈现出人类迁 

移轨迹从边缘向腹地扩张的趋势, 反映了人类在高原 

上活动分布特征和迁移模式. 
汇流累积模型(FA)虽能有效模拟地形主导的迁徙 

网络, 但其机械化地形决定论难以量化人类行为的随 

机探索. 因此, 新近研究逐渐转向模拟人群运动过程, 
通过探讨人群随机性移动模式与地理环境的交互作用, 
从而揭示古人扩散规律. Salles等人 [105]首次将Lévy行 

走觅食模式与动态地貌演化模型结合, 设置感知阈值 

和步长限制, 模拟生成辐射状水系迁徙廊道, 揭示了短 

距随机探索与长距定向迁徙的随机转换机制. Brad
shaw等 [106]构建一个综合考虑生态承载力、迁徙规则 

和水资源可用性等要素的随机生态模型, 通过对不同 

情景下古人类进入撒胡尔大陆的可能路径和定居模式 

进行模拟, 证实南部路线优先假说, 并量化干旱内陆的 

迁徙屏障效应. White和Barber [107]介绍了一种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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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from everywhere to every
where, FETE)模型. 该方法不依赖特定起、终点, 而是 

通过GIS软件中的累积成本表面和路径寻找算法, 生成 

自然真实道路网络, 从而揭示特定路段上古人交通活 

动的频繁程度 .  Crabtree等人 [ 1 0 8 ]则进一步发展了 

“FETE”算法, 通过超算生成1250亿条潜在路径, 成功 

识别出基于视觉显著性地标引导的“超级高速公路”, 量 

化揭示了古人类对水文网络的最小能耗响应规律, 证 

实景观可见度与水源分布是路径选择的核心决策因子. 
总体来看, 古代路网模拟研究历经方法论的数理 

优化, 逐步发展到整合随机性过程的路径生成算法, 实 

现环境约束与随机探索的动态耦合, 构建起“环境感知- 
半随机探索-路径优化”的理论框架, 为解析古人对空间 

认知的演化机制提供量化研究范式. 然而, 史前时段受 

限于文字记载缺失和材料分布碎片化, 全域性覆盖与 

全时段连续性路网重建尚存基础资料欠缺的困境. 旧 

石器时代受制于遗址密度不足, 仅能勾勒古人离散式 

移动轨迹 [76~80].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夏商时期已能通 

过器物类型学传播、聚落层级网络、遗物测年数据以 

及道路遗迹推测等方式, 在中原地区、长江流域等地 

构建区域路网雏形 [37,103,105,109,110]. 进入历史时期以后, 
古代交通史料和遗存信息不断累积完善, 古人出行路 

径也更加明确, 研究方法转变至“文献-实证”相结合的 

双重驱动范式, 基于模型工具的路网重建方法很难再 

适用. 研究者无需依赖复杂定量分析算法, 仅根据史书 

记载和地形特征, 即可勾勒出历史时期主要交通路 

线 [111].  
上述提及的最小成本路径模型、电路理论模型、 

随机最短路径模型、条件最小中转费用模型, 以及汇 

流累积模型, 均依赖成本表面或阻力栅格来实现路径 

模拟, 其核心在于量化模拟人类或其他物种在特定地 

理环境的迁徙策略和活动规律, 可被统一归纳为广义 

空间成本分析(generalized-spatial cost analysis, G-SCA) 
方法(图3). 最小成本路径模型操作简便, 应用最为广 

泛, 但缺乏对个体移动随机性的量化表征. 电路理论模 

型可生成多条潜在路径, 而其路径模拟机制建立在理 

想化随机游走理论框架之上, 与生物实体移动行为存 

在机理偏差. 随机最短路径模型虽能实现确定性路径 

与随机游走的概率平衡, 但模型中关键参数的赋权机 

制存在较强的主观判断因素. 条件最小中转费用模型 

能够简便计算成本廊道范围, 却在路径网络拓扑重建 

方面存在显著局限性. 汇流累积模型虽能有效重建路 

径网络, 但其算法原理对现代地表人类活动干扰因素 

缺乏兼容性, 且缺少路网分级和结构优化的理论支撑. 
G-SCA方法的核心假设在于, 古人出行行为主要受特 

定环境成本因素影响, 而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相对较 

小. 与基于史料的定性描述或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识 

别方法相比, G-SCA方法不仅能揭示古人迁徙路径的 

分布倾向(“哪里有”), 还能探究其背后的环境驱动机制 

(“为何有”), 为理解古代人类迁徙活动提供了更为全面 

和科学的视角.  

5 展望 

本文首次系统梳理了古代人群迁徙路径的空间定 

量模拟方法, 实现了从单一地理信息技术向人地系统 

协同演化理论模型的重要跨越, 为解码古代文明进程、 

预测气候触发的人类迁移模式、评估跨文化交流效应 

等全球性重大科学问题提供全新认知手段. 尽管现有 

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 但仍面临诸多瓶颈亟待突破. 在 

数据基础方面, 现有路径模拟普遍依赖现代地表数据, 
忽视了第四纪以来地貌演化及古植被更替的时空效应. 
未来研究可通过构建高分辨率古地貌与古植被栅格数 

据集, 并将其作为关键参数耦合到空间分析模型中, 系 

统解析地表过程演变对迁徙路径形成的影响机制, 更 

精准地实现古代人群迁徙路径模拟. 在模型适用性方 

面, 环境成本权重的微小差异可能导致路径生成结果 

显著偏移. 因此, 研究不同地理环境下古人迁徙路径生 

成模型的适用性, 并构建多维度的精度评估体系, 也是 

当前亟需开展的工作 [36,64,72,113]. 在研究范畴方面, 现有 

史前路径模拟研究成果高度集中于文化核心区, 而边 

疆地带、文化交互薄弱区及特殊地貌单元仍存在认知 

空白. 早期高山游牧族群迁徙路网、海岸带史前交流 

路网、史前渔猎-农耕交互通道及功能性路网分析识 

别等方向也有待进一步突破. 未来可按文化区系绘制 

区域性路网(如龙山文化路网、石家河文化路网), 再通 

过关键通道(如中原-江汉隘道、辽西走廊)进行网络链 

接, 最终构建中国史前路网全景图, 呈现早期中国“多 

元一体”文明格局的物质网络流动基础. 而历史时期人 

群迁徙路径研究长期聚焦于热度区域、热点时段和热 

门主题等同质化研究内容 [114], 亟待构建整合全时空要 

素矩阵的全国性历史交通地理信息系统, 实现路网动 

态演化过程的可视化解析.  
随着空间信息技术和商用GIS软件的发展和普及, 

研究者可以使用直观图形用户界面(GUI)进行复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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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析操作. 但部分学者未能充分理解空间分析工具 

的算法原理, 仅满足于软件自动生成的路径结果, 忽视 

了对分析结果的检验和批判 [40,115]. 鉴于此, 未来研究应 

着重于古人迁徙路径模拟算法的逻辑优化, 加强逆向 

推理和样本检验. 具体可分为以下两种研究思路来开 

展: 一是以提升发现古人迁徙路径调查发现机率为目 

标的空间预测工作, 这种思路侧重于空间分析技术的 

实际应用, 适合用类比和反推的逻辑来重建古代交通 

格局; 二是以理解古人迁徙路径分布及驱动机制为目 

标的定量模拟工作, 利用空间分析技术来解释科学问 

题, 更适合与考古、史学资料等进行对比分析, 探索古 

人的空间探索与交互行为动机. 两种思路结合将促进 

空间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为揭示遗址外的文 

化交流模式和环境驱动因素提供全新的空间视角.  

此外, 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驱动下, 考古学方 

法研究正经历从经验推断向数据智能的范式转换 [116]. 
AI技术(特别是机器学习算法)能够同时处理和分析大 

量历史和考古数据, 可以有效模拟古人迁徙模式和路 

网演变 [117]. 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 

古代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 以及这些活动如何受到环 

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118]. 基于此, 未来研究方法应聚 

焦构建具有时空连续性的多情景“环境-社会”耦合路径 

生成模型, 构建古人迁徙路径时空信息集成数据图集, 
重点突破古地貌动态重建与多源异构数据融合, 同时 

开发具有物理约束的可解释性AI算法, 深入探究人地 

系统协同演化的内在机制与运行规律, 进一步挖掘古 

人迁徙路径存续价值, 强化对古代人群出行模式的 

理解.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李浩研究员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感谢审稿人的悉心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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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human migration routes constitute critical pathways for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exchange, profoundly shap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ivilizations. Scholarly investigations into these routes traces back to the 1960s, with European explorations of the 
“cultural route” concept. Cultural routes represent interactive, dynamic processes that connect geographically disparate societies, serving 
as vital conduits for intercultural exchange. As fundamental manifestations of cultural routes, ancient migration paths form physical 
conduits between regions by linking point-based cultural heritage assets along their trajectories. These routes function as not only 
geographical connections but also essential vectors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Traditional investigative approaches are still constrained by 
regional variations in archaeological preservation and spatial legibility, permitting only macroscale inferences about population 
movements during large-scale dispersal while failing to reconstruct comprehensive ancient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systematically. To 
address these limitations, scholars have adopted spatial analytical techniques, such as the Least Cost Path (LCP) model. By quantify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to construct cost surfaces and integrating spatial node data, these methods enable quantitative reconstruction and 
mechanistic analysis of ancient migration corridors. 

Building upon established scholarship, this study presents a systematic synthesis of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o reconstructing ancient 
migration routes. Our analytical framework examines three core methodological components that collectively advance path modeling 
techniques. The first component focuses on transportation node selection, in which strategically positioned waypoints enhance spatial 
trajectory accuracy through empirical validation. The second involves cost surface construction, employing either multifactor weighted 
integration to comprehensively assess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or cost function methodologies that mathematically transform landscape 
variables into quantifiable energy and time expenditure metrics. The third component encompasses advanced route and network 
generation algorithms, including Circuit Theory, Randomized Shortest Path Analysis, and Flow Accumulation Modeling, all operating 
within the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eneralized-Spatial Cost Analysis. 

This Generalized-Spatial Cost Analysis framework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methodological advancement by enabling sophisticated 
simulations of species-specific movement patterns across diverse landscapes. It provides a dual analytical capacity that both map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outes and explains their environmental determinants, thereby establishing an empirically robust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ancient human mobility systems. The reliance of this framework on precisely calculated cost surfaces and resistance grids 
allows for unprecedented accuracy in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movement patterns. 

This study makes a seminal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by integrating previously disparate spatial analytical methods, marking an 
important transition from isolated geospatial techniques to comprehensive human–environment coevolution modeling. The developed 
framework offers innovative analytical capabilities across three critical research domains: reconstructing civilizational processes, 
predicting climate-influenced migration patterns, and assessing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These advancements enable researchers to 
addres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human mobility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with greater precision than was previously possible. 

We identify four key research trajectories that promise to transform the field in the future. The first involves developing high-resolution 
spatiotemporal models that effectively incorporate environment‒society interactions across multiple scenarios. The second focuses on 
creating comprehensive geospatial atlases that synthesize migration route chronologies from diverse historical periods. The third 
trajectory pursues technical breakthroughs in paleo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through innovative multiproxy data fusion techniques. The 
fourth focuses on advanc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chitectures by incorporating physical constraints and developing robust 
explainability protocols. 

These interdisciplinary initiatives will elucidate the complex feedback mechanisms between human systems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contexts. They will reveal the enduring socio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ancient mobility networks while fundamentally transform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prehistor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The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s presented in this work not only advance academic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related to human mig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By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mobility patterns, this work establishes a new paradigm for studying human movement across 
temporal and spatial scales. 

quantitative simulation of ancient routes, the diffusion and migration of ancient peoples, LCP (Least Cost Path), 
spatial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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